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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3 年抗击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之后，我国逐步形成了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党的

十八大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更加重视应急管理工作，特别是 2018 年应急管理部成立、2020 年新冠肺炎应对取得重大战略成

果，我国应急管理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为全面了解我国公共卫生应急指挥体系的演变历程、现状特征和面临的挑战，

以期更好完善我国公共卫生应急指挥体系，本文采用文献调研、理论分析和案例对比等多种方法，梳理比较了 SARS、甲型

H1N1 流感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应急指挥体系，总结提出了中国公共卫生应急指挥体系建设的改进对策。结果发现，我

国公共卫生应急指挥体系在多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不断发展进步，同时我国公共卫生应

急指挥体系在领导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基于此，本文从完善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应急法制建设、强化

专家咨询作用、明确央地权责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公共卫生；应急指挥体系；应急体系演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中图分类号：R19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21-07-20；修回日期：2021-08-22
通讯作者：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科技政策评估、应急管理方向的研究；E-mail: xuelan@tsinghua.edu.cn
资助项目：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防控体系研究”(2020-ZD-1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疫情专项项目“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快速风险评估、决策支持和响应机制”(72042012)
本刊网址：www.engineering.org.cn/ch/journal/sscae

DOI 10.15302/J-SSCAE-2021.05.001

Abstract: China has formed a nat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consisting of “one contingency plan and three sets of 
institutions”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in 2003. This system is further improve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2018 an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made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This study aims to improve China’s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command system via investigating th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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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是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采取

事前监测、预警、防范与准备，事中应急处置、救

援与沟通及协同，事后调查、问责、学习和改进等

一系列的管理行为；同时，对其他突发事件实施紧

急医疗卫生救援，以减少突发事件对社会政治、经

济、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危害 [1]。公共卫生应急

管理工作的首要目标是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发生，尽最大努力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控制在

萌芽状态；同时，在事件发展过程中采取措施进行

管控，以减少事件可能造成的影响和损失。

卫生应急体系是一个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理念、主体、制度安排与各类资源配置的

总和。在卫生应急体系中，应急指挥体系发挥着

应急决策中枢的作用，指挥决策的成败直接关系

到应急工作的成败。在历经 2003 年严重急性呼吸

综合征（SARS）和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以

下简称“甲流”）后，中国在建设公共卫生应急指

挥体系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建立并不断完善了

国务院联防联控和专家咨询委员会等机制。然而，

面对各种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的公共卫

生应急指挥体系仍然面临诸多短板和不足，此次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全球大流行更是

对新时期我国公共卫生应急指挥体系建设提出了

新的挑战。

二、我国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的演变

（一）新中国成立至 2003 年 SARS 暴发前我国公共

卫生应急体系的基本特征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是国家应急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各类重大突发事件频发，

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和国家经济

财产安全及社会稳定。针对这些重大事件，我国主

要采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在中共中央国务院

领导下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必要时动员军队和全社

会力量广泛参与。作为国家应急体系的一个组成部

分，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经历了不同的发展

阶段。随着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经验的不断积累，我

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也逐步走向规范化、

专业化和科学化的轨道。

改革开放后，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国际

间合作的增加，我国的应急管理工作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 2003 年 SARS 疫情后，我

国开启了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与能力建设的新篇章。

SARS 疫情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发生的一起严重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SARS 疫情推动了我国公共

卫生应急体系现代化的进程。

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对公

共卫生的工作重心一直是建立以“预防为主”的预

防保健网络，国家建立了四级卫生防疫体制（中央、

省、地市和县）和三级基层医疗预防保健网（县、

公社和大队）。城市社区、乡镇以及农村曾主要依

靠基层卫生院、卫生防疫站、乡村医生等来提供基

层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这些基层医疗机构和

卫生防疫站旨在提供本地区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

服务，并不具备应对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

力。此外，这个疾病预防控制网络经历了卫生行政

体系多次调整，如行政与医疗保健机构合并（1958—
1961年），防疫机构从减少到取消再到恢复（1967—
1971年）。但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后

到 SARS 疫情之前，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国家

卫生防疫体系演变成为“重医轻防、重有偿轻无偿、

重收益多轻收益少”（1985—2003 年）[2]，影响了

我国卫生应急体系效能的发挥。

current status, and challenges of the system. In this article, we summarize the emergency command systems responding to the SARS 
outbreak, the H1N1 2009 pandemic,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using literature researc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ase comparison. 
China’s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command system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dealing with these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nd has 
been increasingly improved; however, it still faces various challenges. Therefore, we propose several policy suggestion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which involve the aspects of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system of law f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dvisory board, and central–local relations.
Keywords: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command system;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 evolution;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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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ARS 推动以“一案三制”为基本框架的卫生

应急体系建设

2003 年 SARS 疫情的发生，不仅对我国建立健

全疾病预防控制系统提出了要求，也推动我国开

始系统全面建设综合应急体系。在取得抗击 SARS
疫情胜利后，我国开始全面加强以“一案三制”

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应急体系建设 [3]。在此框架之

下，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也开始走向

制度化和规范化，综合性的卫生应急指挥体系逐

步建立。

在法律法规方面，国务院于 2003 年颁布了《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从预防与应急准备、

报告与信息发布、应急处理和法律责任四个方面构

建了公共卫生应急法律制度体系。2005 年卫生部

出台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

工作规范（试行）》，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工作

的规范化和及时有效性做出了明确规定。2006 年，

卫生部发布《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保障预案》，明确

了卫生应急管理工作的应急组织体系和应急保障

体系。

在体系建设方面，2007 年 2 月，卫生部进一步

明确“十一五”时期卫生应急工作的总体目标是：

建立完善的卫生应急管理法律法规和卫生应急预案

体系，构建“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

转高速”的应急管理机制。到 2009 年甲流疫情出

现之前，我国已有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卫

生厅相继成立了应急办公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和部分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成立了专门的应

急处置部门，当时已建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指挥组织体系见图 1 [4]。
2010 年、2011 年和 2012 年，卫生部相继印发

了《关于加快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和发

展的指导意见》《多部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

调机制》和《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评估管理办法》

等文件，来指导卫生应急工作和提高公共卫生应急

能力。在公共卫生应急队伍建设方面，2015 年和

2016 年先后发布《全国医疗机构卫生应急工作规范

（试行）》和《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应急工作

规范（试行）》。除了宏观层面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政策，SARS 之后我国还相继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管理的其他有关专项政策 [5]。

全国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指挥部

国家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处理技

术支持机构

省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处理技术

支持机构

市（地）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处
理技术支持机构

县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处理
技术支持机构

卫生部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
指挥中心

国务院有关部门

省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指挥部

市（地）级人民政
府或相应机构

县级人民政府
（或相应机构）

县级卫生
行政部门

市（地）级卫生
行政部门

省级卫生
行政部门

领导或业务指导关系； 配合

特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

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

较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

市（地）级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

省级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

一般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

县级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

图 1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组织体系（2009 年）
注：原卫生部现为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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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急指挥体系方面，2009 年甲流疫情在世界

范围内暴发，使得我国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进入

新发展阶段。中国的甲流防控共分为预防准备、预

警响应、疫情初期、疫情中期、疫情后期、大流行

后期六个阶段 [6]。在应对甲流的主要防控指挥举

措中，国家建立了由卫生部牵头的“8+1”联防联

控工作机制。在此机制下，共设有由 33 个部门（后

扩展为 38 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综合、口岸、医疗、

保障、宣传、对外合作、科技、畜牧兽医 8 个工作

组和甲流防控工作专家委员会。同时，也明确了应

对甲流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及各工作组和专家委员会

的职责和议事规则，建立全体成员和联络员会议制

度 [6]。根据规定，国家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主要

职责为：定期会商研判疫情发展趋势，研究确定防

控策略；商定防控工作相关政策、应对预案和重大

措施；统筹协调和指导各相关部门各地区落实各项

防控措施，并组织对防控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

查 [7]。甲流的防控实践为我国应对之后的其他疫

情特别是外来疫情，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联防联控机制的发展与应用

2009 年，我国开始探索建立联防联控工作机

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后，2020 年 1 月

20 日，国务院延续联防联控模式，启动联防联控工

作机制。联防联控机制具体主要由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牵头，是中央政府层面的多部委协调工作机制

平台，成员单位调整为 32 个部门 [8]，如图 2 所示。

这是具有高行政级别的应急组织机制，对于遏制疫

情发展、救助感染患者、保护广大人民和恢复社会

秩序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除了国务院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我国还建立

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全国疫情

防控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2020 年 1 月 25 日召

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成立应对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

工作 [9]。
专家参与机制在我国卫生应急指挥体系中也逐

渐变得科学和重要。2003 年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条例》，首次出现了关于专家参与的内容，

2006 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预案》，明确了专家参与的地位和职责；2007 年发

布的《突发急性传染病预防控制战略》，进一步确

立了专家在指挥协调、早期预警和人才库中的作用。

因此，无论是甲流还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专家参与机制都很好地发挥了决策咨询和技术支撑

作用。同时，经历将近 20 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对实践的发展，我国也建立了诸如信息中心、指挥

平台等服务应急决策的支撑机构或平台。

三、我国公共卫生应急指挥体系面临的挑战

（一）当前和未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形势严峻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形势严峻，不同类型事

件频发、并发，导致应急指挥体系种类多元，层次

复杂，如以传染病为主的公共卫生事件频发，因

食品药品安全造成的公共卫生事件防控难度加大，

由生物技术误用、缪用导致的公共卫生事件风险

提高等。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已相继出现了

SARS、H5N1、H1N1、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综
合
组

疫
情
防
控
组

医
疗
救
治
组

科
研
攻
关
组

宣
传
组

外
事
组

医
疗
物
资
保
障
组

生
活
物
资
保
障
组

社
会
稳
定
组

图 2  2020 年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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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N9 和 COVID-19 等新型急性传染病，而埃博

拉出血热、登革热以及鼠疫等传染病的发生和传

播依旧十分严重。在 2019 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

全球前 10 的死因中传染病占了 3 个：下呼吸道感

染、腹泻病和新生儿疾病（包括新生儿败血症及感

染），其中下呼吸道感染仍是世界上最致命的传染

病 [10]。因此，无论是法定传染病还是突发急性传

染病以及境外输入传染病，都是我们需要应对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食品药品安全作为另一类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也时有发生。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食

品药品安全法律法规，但这方面的基础依旧薄弱，

由此造成的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难度也很大。近几

年，基因编辑、基因治疗滥用等事件发生，使得生

物安全问题变得更为突出。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生

态系统失衡、微生物不断进化、全球化进程加剧、

人口迁移加快和人类社会活动范围加大都给公共卫

生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条件，未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风险与挑战还会更加严峻。

（二）现有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存在突出短板

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类特别重大的突发

急性传染病事件方面，我国现有的公共卫生应急体

系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短板和不足，进而制约了应急

指挥能力的发挥。第一，我国目前的传染病上报系

统虽然能够迅速完成传报工作，但精准监测和预警

能力在疫情初期显得不足。第二，各地卫生应急队

伍专业能力参差不齐，导致一些地方在疫情严重时

期卫生应急救援效率不高，组织不够有序。第三，

在疫情初期医疗应急物资储备管理不合理、调集

配送效率低，不能够快速达成资源共享和应急征

用补偿。第四，疫情开始时应急信息发布和传播

不及时，科技创新转化率相对较低。第五，一些地

方和城市的卫生应急管理能力不够强，很多基层

卫生应急能力更低，缺乏专业管理技术人员。第

六，公共卫生机构设置不合理，上下衔接和职责

划分不明确，造成部门之间沟通不畅。第七，虽

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应急管理条例、政策，但还没

有一个统一完整的卫生应急法规标准体系，造成结

构比较混杂。

卫生应急体系的上述短板和不足，会影响卫生

应急指挥的能力建设，特别是联防联控机制的作用

发挥也会受限。即便联防联控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

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这样严峻的特别重大

突发急性传染病事件也显得不够有力，需要更高层

面的指挥协调决策机制跟进。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专业力量缺乏

2003 年 SARS 的发生，推动国家疾病预防控制

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步，不仅硬件条件大幅改善，

我国还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纵向到底（乡级以上）、

横向到边（所有卫生机构）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重医疗、轻预防”现象背后的体制机制问题并

没有完全得到解决。

从 2008 年到 2020 年，我国的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队伍仍然面临压力，高端人才严重流失 [2]。
2009 年甲流的发生，也没有很好地改善疾病预防控

制部门所处的困境；2010 年到 2018 年，我国各级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员总数减少 3.9%，其中作为

专业技术主力的执业医师减少 10.8%，同期综合医

院人员总数增加 64.3% [11]；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

医疗卫生支出中的占比，从2.9%下降到2.4% [12]。
更重要的是，“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被“三级医

疗卫生服务网”所取代。总的来看，不管是从政

策上还是配置上，我国都出现偏离“预防为主”

的倾向。

（四）国际形势对我国公共卫生应急指挥体系提出

挑战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发生，使

得国际形势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由于每个国家防

疫指挥政策不同、政治形势不同、经济实力及生活

文化不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给各国方方面面带来

的后果及影响程度差别巨大。此次全球大流行除了

对人类造成长期永久的损伤之外，还给全球经济政

治形势带来了一些难以估计的负面联动效应。一些

国家未能有效应对疫情，甚至将抗击疫情政治化，

导致更多人类生命及财产的无谓损失。

通过此次疫情，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发现现有全

球卫生治理机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全球公共卫生的

需求。在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下，未来我们面临的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必须从全球化视角下进行应对，我

们的卫生应急指挥体系建设不但要考虑保障国民生

命及财产安全，还要站得更高，考虑如何在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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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下发挥积极主动和先导作用，联

合并协同各国发挥各自优势，建立更加有序、有效

的协同应对机制。

综上所述，公共卫生所带来的风险本身是多

元且复杂的，其影响十分重大。卫生应急指挥如何

处理部门专业决策与综合政治决策之间的关系，如

何针对不同程度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启动纵向不同

层级的应急指挥组织和横向不同部门的应急联动机

制，如何更好发挥专家、信息、技术及决策平台的

综合保障作用等，都需要在深入研究和实践探索中

回答。另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对决策者

的领导力提出更大的挑战，卫生应急决策指挥的领

导力提升培训也要更加重视。我们需要继续坚持以

“预防为主”的大政方针，尽可能实现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对从被动应急转变成主动预防。

（五）我国公共卫生应急指挥体制机制存在短板

1. 权责分工不够清晰明确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指挥体制，在很

大程度上是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政

治驱动型国家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体

制，强调特殊时期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特事特办、

急事急办。这种政治驱动型应急指挥体制在事件

突发的早期应对中十分有效。但随着疫情在较长

时间内持续发生，这一体制在部门之间、地区之

间、上下级之间的权责利方面规定得不够清晰，

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存在跨界合作难题。同时，过

于强调向上集权，容易弱化地方和部门的主体意

识、主体作用和创新精神、担当精神，从而导致

个别地方和部门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初

期反应不够灵敏。

2. 制度化、稳定性不够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应对，无论是中

央还是地方层面的应急指挥体制，主要是一种临时

性的“任务导向型组织”，其地位和运作程序在《突

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应急预案中规定得并不

完全清楚。同时，该机制随着疫情发生而启动，随

着疫情结束而结束，不利于经验积累和长期稳定发

展，并导致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产生各种问题。例如，

联防联控机制的目标导向、内涵、配套体制、运行

机制以及各类标准等缺乏规范化、专门化的设计，

导致联防联控有时停留于话语层次，在执行中容易

出现问题 [13]。
3. 成本比较高，调整不够快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类型和级别多样，需要按

照“比例原则”，坚持以尽可能低的行政成本和对

行政相对人利益尽可能小的损害，来达到有效控制

事态的目的。面对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需要

采取相应力度的防控措施，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

与“分散力量办小事”的有机结合和快速转换，从

而尽可能降低应对的成本。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应对过程来看，我国政治动员型国家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体制，以政治任务、政治手段

为主进行各种应急力量和资源的整合、调度，短时

间内很有必要也富有成效，但往往代价和成本比较

高，也难以在平时长期稳定持续。例如，我国对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零容忍的抗疫模式为中国切断

国内疫情传播链条并使输入病例保持极低水平起到

了关键作用；在全球疫情长期化、变种病毒不断出

现，而依靠疫苗的群体免疫即使实现也无法完全消

灭病毒的情形下，这一策略无论是在流行病学上和

政治经济外交上都面临收益递减的问题。

4. 利用专家资源、专业优势开展专业应对还

不够

目前，对专业部门、专家资源如何更好地参与

卫生应急管理，提供各种专业意见建议，还缺乏清

晰明确的制度规定和合理顺畅的渠道。例如，专家

遴选尚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则设计，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专家组与平时运行

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缺少必要

的衔接，专家组成员之间的内部信息共享、专家参

与疫情讨论等机制还不够健全 [14]。同时，在国家

运用政治体制优势建立应急指挥体制，用政治权威

动员整合相关部门和地方的力量和资源来应对重大

公共卫生事件时，如何把行政体系中的卫生健康、

疾病预防控制等专业部门合理嵌入以政治权威为基

础的指挥体系中，仍需进一步探索。

四、 完善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综合应急指

挥体系的政策建议

（一）依法依规科学完善联防联控机制

一方面，亟需提升联防联控机制的法律位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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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在各级法律位阶中的具体地位。在当前我国法

律位阶中——即宪法（根本法）、法律（基本法律

和普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

与地方政府规章，至少在法律位阶层面上作出相应

的条款规定，从而使得较低位阶法律制定有法可依。

要明确重大疫情应对中的联防联控机制在我国现有

应急法律法规、应急预案及相关政策文本中的具体

地位、功能定位、结构构成及运作机制，尤其是在

法律位阶上提高其应有的位阶，以此强化联防联控

机制的法律地位和权威性。另一方面，细化法律法

规条款，总结经验和不足，完善并细化基层一线城

乡社区联防联控机制中存在模糊的管理权责。要大

力加强联防联控机制在不同层级的制度化建设，尤

其是在城乡基层一线社区疫情防控实践中，总结联

防联控机制在疫情防控任务和形势严峻时期因人为

操作过程和形式不当导致的潜在“副作用”和不利

影响，亟需细化和填补基层一线联防联控机制在管

理“灰色地带”和“多重管理”方面存在的机构设置、

权责配置、人员组成议题上的条款，避免出现泛政

治化的理解与过度运作，避免出现平战转换不顺畅

和执行扭曲问题。

（二）加强应急状态、预警分级、应急指挥和响应

分级的法律和标准建设

一方面，明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及其他应急预

案中有关预警分级、应急响应分级的具体标准和管

理制度，并注意厘清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做好

从预警到应急响应之间工作流程的衔接。另一方面，

亟需进一步明确应急状态特别是紧急状态情况下相

关政府部门的权限，规范政府部门应急响应的政策

制定和调整的有关程序，制定标准化、规范化的工

作流程。同时，亟需修订《传染病防治法》中有关

传染病确定及调整方面的条款，修订和增补《突发

事件应对法》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检

验中出现的不足和空白，从而为重大疫情防控工作

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

（三）建立制度化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指

导渠道

一方面，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家级专家库，

系统考量专家选取以及不同专家之间的互补性和合

作基础。同时，主动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关国

际组织的合作，吸纳国际顶尖专家参与专家咨询。

另一方面，由国务院牵头建立专家机制，以大力加

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的深度和广度。目前，

联防联控机制中的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不但包括了

医疗卫生领域的专家，也包括了其他经济社会管理

等方面的专家；因参与力度不够并缺乏连续稳定的

工作机制，专家咨询委员会潜在的作用尚未充分发

挥。因此，可考虑建立相关具体和专门的机制来促

进专家咨询的深度和广度，政府为专家提供相关信

息，有效发挥专家的作用，明确专家责任机制，避

免行政性的过度限制。

（四）明确中央与地方层面的应急指挥权责

作为应急组织指挥体系设置原则，中央层面

的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应侧重动员协调，地方层面

可更多承担具体决策指挥职能。在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对中，中央政府应牵头领导和统筹各方面

资源，并在原则性的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进行

决策。同时，允许地方政府根据中央制定的政策

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建立适当的应急指挥

与综合协调机构，将具体问题的决策权下移至一

线。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联防联控工作

机制是在现有应急管理体制下的工作方式微调，

实践证明其对今后的突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实践

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五）指挥机制建设应更加注重国内外相结合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高度互联互通，且

这一趋势不可逆转。面对重大公共卫生安全挑战，

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需积极发挥世界卫生组

织与联合国机构的作用，通过国际交流合作，加强

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与治理。因此，我国可以具

体考虑通过双边和多边形式开展以下几方面的全球

机制的国际合作实践，一是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

国有关机构合作，推动现有全球卫生治理体制的改

革和完善；二是与有关国家建立交流机制，沟通应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教训，并支持欠发达国

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对传染病的能力建设；

三是建立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协调平台和数据

共享平台；四是建立全球公共卫生教育科研和人才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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